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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一 部 分 概 说

这一部分原拟收录《四川盆地青铜文化初论》、《四川盆地青铜文化续论》两篇最

近写作的论文，它们是我在分析和思考四川盆地考古材料的基础上，对四川盆地青铜

文化总的看法。由于《四川盆地青铜文化续论》一文涉及到考古学文化的历史学解释

等方面的理论问题，作了一些将考古学文化的研究结论与文献记载和神话传说相联系

的尝试，推论和假说的成分较多，有的观点和论述还很不成熟，行文也需要润色和修

改。所以，我最后也没有将这篇论文收入本书。这样，第一部分就只收入了《四川盆

地青铜文化初论》这一篇论文。该论文篇幅较长，从这篇论文中，读者不仅可以了解

作者对四川盆地青铜文化的分期、年代、分区、特征等考古学文化基本问题的看法，

还可以从中看出作者对区域青铜文化研究的理论方法、研究角度和研究途径。四川盆

地青铜文化研究属于中国青铜时代考古学中的区域考古的范畴，作为区域考古学文化

的研究，必须首先解决年代分期 问题，只有在该区域所有考古材料都被有机地排列在

一个时间和空间的框架内，我们才能有效利用这些材料认识它们所反映的考古学文化

的方方面面，才能比较正确地认识它们反映的社会历史方面的种种问题。基于这种考

虑，《四川盆地青铜文化初论》这篇论文注重的是文化的纵向发展序列和历史进程，只

是在考古学文化基本问题有了一个初步认识的基础上，简要地涉及到了文化模式、文

化背景、历史解释等方面的问题。

从考古学文化研究的先后次序来说，本书第一部分应当放置在四川盆地青铜文化

研究的最后一部分，即第六部分以后，也就是在进行了典型遗址年代、文化及文化类

型、文化间相互关系以及相关遗迹和遗物分析以后。不过，从一本书的结构来看，采

用倒装的形式开章明义地就把结论拿出来，对于读者来说，可以首先得到一个对全书

主要内容和基本观点的总体认识。有了这样一个认识基础，读者就可以根据自己的兴

趣和需要有选择地阅读以后各部分的论文。对四川盆地青铜文化发展进程感兴趣的读

者，如果需要进一步了解笔者对四川盆地青铜文化发展进程认识的根据，就不妨耐着

性子去阅读典型遗址分期这一部分相对枯燥的论文；对四川盆地青铜文化某些文化因

素感兴趣的读者，则可以有选择地阅读遗址、遗迹、遗物研究中的有关篇章；而从事

先秦史和地方史的研究者，在阅读了第一部分的论文以后，完全可以跳过其他具体考

古研究的论文，直接阅读以后巴蜀历史探索的论文。所以，这一部分是全书的纲要，

是四川盆地青铜文化系统的概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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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篇　　四川盆地青铜文化初论

四川盆地，群山环绕，条条高大的山脉如同一道道屏风一样，将四川盆地与周围

地区分隔开来，使之成为一个相对独立的历史自然地理和历史人文地理单元。盆地内

由西向东分别为西部的平原、中部的丘陵和东部的平行谷地。其间河流众多，主要的

河流有由北向南流向的长江上游主要支流崛江、沱江和嘉陵江（包括涪江、渠江），它

们在盆地的南边都汇入滚滚东去的长江之中。这些河流给人类以舟楫和灌溉的便利，

使得四川这块沃野很早就有了人类的活动，并至迟在龙山时代就出现了与长江中游地

区并驾齐驱的考古学文化和早期文明。但四川盆地内的河流除长江穿过了盆地边缘的

巫山山脉冲出了盆地以外，其余河流一般都发源于盆地内缘，几乎切开盆地边缘的河

流仅有嘉陵江一条，这又使得这些河流在远距离的交通和文化传播中的作用大为降低，

所以古人才有“蜀道之难，难于上青天”的感叹。在四川盆地东北的陕西南部的汉中

盆地和安康盆地，它们虽都属于长江另一主要支流汉水流域的范围，并且贯通这两个

盆地的汉水，其下游就是长江中游地区重要的经济文化区江汉平原；但无论从历史自

然地理还是历史人文地理来说，这两个盆地与四川盆地都属于同一经济文化区域，而

。根据现有与陕西关中地区和湖北江汉地区差别较大（图 的考古材料和研究成果

可知，四川地区的考古学文化至迟在新石器时代末期（或铜石并用时代）的龙山时代

就已自成体系，形成了自己鲜明的文化特征。到了夏代以后，这种特征表现得更为强

烈和持久，形成了自身的传统。因此，从那时起直至西汉早期，四川盆地虽发生了剧

烈的古族迁徙，经历了多次改朝换代，其考古学文化也发生过数次较大的变化，但其

考古学文化面貌却体现了自己一脉相承的风格，可以将这些文化归属于同一文化系统。

这一文化系统，目前考古界尚无正式命名，可以称之为四川盆地青铜文化系统或巴蜀

青铜文化系统。它是中国青铜文化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四川盆地的青铜时代考古工作是该地区最早开始的考古工作。早在 年，原华

西大学博 年广汉县真武宫物馆的美籍学者葛维汉（ ）等就曾根据

发现玉石器的线索，在原出土玉石器处进行了发掘，获取了一些陶器残片和玉石器，

根据玉石器与中原地区的礼玉具有相似性等信息，发掘报告将其年代范围定为铜石并

。这个推断从今天的知识来看，还是用时代至西周初年 大致正确的。抗日战争爆发

后，不少历史和考古学者撤退到四川这个大后方，这时四川盆地青铜时代的两种遗存

引起了一些研究者的注意。一是在成都白马寺坛君庙出现的一批具有浓郁地方色彩的

铜罍、壶等容器和戈、钺、剑等兵器，卫聚贤收集著录了这些铜器，认为它们属于商

末至战国时期巴蜀古国的遗存，并提出了“巴蜀文化”这一名称②；二是分布于成都平

葛维汉：《汉州发掘简报》，《华西边疆研究学会杂志 卷， 年（》第

，

卫聚贤：《 期。期， 年第巴蜀 卷第文化》，《说文月刊》 年第 卷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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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四川盆地主要山脉及河流

原一带的“列石”、“独石”遗迹，冯汉骥等通过对这些大石遗迹的调查，认为它们是

秦灭巴蜀以前的遗迹 。这些铜器本身及卫聚贤的观点，在当时就引起了怀疑和争议，

但这些争论却使得四川古代青铜文化引起了学术界广泛的注意；冯汉骥等对大石遗迹

的调查是与川西北高原岷江流域石馆葬的调查发掘同时进行的 ，由于古代文献中有蜀

王蚕丛始居岷山石室中的传说，这些考古工作给以后巴蜀史研究者以极为深远的影响。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随着大规模基本建设的展开，四川青铜时代的遗存不断

被发现，人们对四川盆地晚期青铜文化的面貌开始有了一定的认识。从

年，四川盆地比较重要的考古发现有以下六起： 年，四川昭化县（今属广元市）

宝轮院和巴县冬笋坝相继发现了一批很有四川地方特色的船棺墓，所出铜器与卫聚贤

所谓“巴蜀文化”铜器相同，其年代在秦灭巴蜀前后至西汉初年，这不仅使“巴蜀文

化”的概念得到了学术界的认同，并由于巴人传说中有廪君乘土船的传说，使得冯汉

骥等研究者提出了船棺墓为巴人遗存的推断，对于在蜀地发现的所谓巴人的船棺墓，

冯汉骥：《成都平原的大石遗迹》， 卷，原载《华 收入《冯汉骥考古论文集》，西边疆研究学会杂志》第

文物出 年。版社，
关于这年，冯汉骥先生在四川汶川县雁门乡萝葡寨发现并清理了石棺墓一座。 座石棺墓的情况，冯

汉骥、童恩正《崛江上游的石棺葬》（《考古学报》 年第 期）一文曾作过介绍。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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冯先生等推断是由于秦人利用巴人镇压蜀人的缘故 。 年，在成都市郊的

羊子山发掘出一座由土坯和夯土筑成的土台，复原后的形状为正方形的三级高坛，当

时推 年，测为东西周之间的遗迹，可能与蜀国历史上的杜宇王朝有关 。

四川新繁县（今新都县）水观音遗址的居址堆积中发掘出土铜镞和铜饰件，并在该地

的墓葬中出土戈、矛、钺等铜兵器。发掘者认为，居址铜器年代为商周之际，墓葬铜

器为 。这些推断正确与否可以不西周、春秋时期 论，但水观音遗存要早于船棺墓遗物

为代表的遗存， 年，四川彭县竹瓦街铜器窖藏出土铜容却是研究者的共同认识。

器 件、兵器 件，其中的覃父癸觯、牧正父己觯当时被认为属于商器，是蜀人参加

年，彭县竹瓦街又发现一铜器窖藏，武 距 年铜器窖藏王伐纣所获 。 的地点

米，内有 件；一些学者认为，铜罍 件及戈、仅 该窖藏铜器的年代戟、钺等兵器

与先前窖藏铜器一样，均不早于商末西周初，它们是西周、春秋之际即蜀杜宇王朝灭

亡时的埋藏 年，四。 川大学历史系考古专业与四川省文物管理委员会共同对广

汉县的三星堆遗址的月亮湾地点进行了发掘，获取了包括龙山时代到夏商时代的遗迹

和遗物，只是由于种种原因，这次发掘的报告直到 年才刊布出来，使人们对以三

星堆遗址为代表的比水观音遗址更早的四川盆地青铜文化的认识推迟了许多年 。

年开始的三星堆遗址的发掘，特别是 年三星堆一、二号器物坑的相继发

的现，使四川 面貌逐盆地中心地区一种新的文化 三星堆文化 渐展现在人们面

。三星堆文化是一种发达的青铜文化，其铜器既有商代中前 原系的青铜容器，又有大

量极具特色的青铜像设和饰件。这些发现使四川盆地，尤其是该盆地的中心成都平原

地区的青铜时代考古受到国内外考古界的极大关注，形成了四川盆地青铜时代考古的

年至 年，在成都一个高潮。就在三星堆器物坑发现的前后， 市区的十二桥遗

址也进行了两次较大规模的发掘，发现了大面积的木构干栏式建筑遗迹，出土了大量

。十二桥遗址商周时期的遗物 位于四川盆地的中心成都，其遗存的年代涵盖了从商代

晚期直至西汉以后，该遗址以及邻近的一系列相关遗址的发掘为认识四川盆地中心地

区成都平原的青铜文化序列提供了与三星堆遗址同样重要的一批材料。在这个时期，

四川盆地青铜时代考古工作发展迅速，不断有新的重要遗存发现和公布，如成都市指

挥街遗址、雅 。基于这些新的材料，有的考古学家开始了建立四川安县的沙溪遗址等

①冯汉骥、杨有润、王家祐：《四 年第川古代的船棺葬》，《考古学报》

棺葬发掘报告》，文物出版社， 年。

四川省文物管理委员会：《成都羊子山土台遗址清理报告》 年第 期。，《考古学报》

③四川省博 期。物馆：《四川新凡县水观音遗址试 年第掘简报》，《考古》

徐仲舒：《四川王家祐：《记四川彭县竹瓦街出土的 年第铜器》，《文物》 期； 彭县蒙阳镇出

期土的 冯汉骥：《四川彭县出土的铜器 年第 期。》，《考古》殷代二觯》，《文物》 年第 ；
期年第四川省博物馆等：《四川彭县西周铜器窖藏》，《考古》 。

四川大学历史系考古教研 期。组：《广汉中兴公社古遗址调查简报》，《文 年第物》

四川省文物管理委员会等：《广汉三星堆遗址一号祭祀坑发掘简报》 期； 四川年第，《文物》

省文物管理委 期。年第员会等：《广汉三星堆遗址二号祭祀坑发掘简报》，《文物》
年第 期四川省文物管理委员会等：《成都十二桥商代建筑遗址第一期发掘简报》，《文物》 。

四川大学博物馆等：《成都指挥街周代遗址发 辑，四川大学出版社，掘报告》，《南方民族考古》第

年 四川省文物 辑，四川科学技管理委员会等：《雅安沙溪遗址发掘及调查报告》，《南方民族考古》第；

术出版社， 年

期；四川省博物馆：《四川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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盆地青铜文化发展序列和文化谱系的尝试 。由于上述两个遗址历次发掘的材料仅广汉

三星堆遗址第一次发掘的收获有正式发掘报告公布，其余发掘材料仅在发掘简报和发

掘者的论文中发表了少许，这就给全面考察这些青铜文化遗存带来了困难，四川盆地

青铜文化遗存的排序、分期、年代、文化属性等问题基本上未得到解决。在考古学文

化的基本问题还没有解决时，我们的不少考古研究者就与巴蜀史研究者一道，开始利

用这些考古材料来探讨四川先秦的社会历史问题，如这些青铜文化的族属以及这些族

群的起源、一些埋藏现象的历史背景、三星堆遗址等重要遗址与历史传说中巴蜀都邑

的关系等等，提出了不少推测和假说。这些论断自然不乏具有敏锐观察力的判断和推

理，却也存在一些缺乏根据的臆测。有鉴于此，笔者对四川盆地现已发表的青铜时代

的考古材料作了一些梳理工作，对四川盆地青铜文化的发展序列及演变进程、它们的

文化结构及文化特征、它们的来源及其影响、它们与中原青铜文化的关系、它们与历

史记载和传说中的古代巴蜀的关系等问题进行了分析，现将分析的结论写成《四川盆

地青铜文化初论》和《四川盆地青铜文化续论》两篇论文。本文主要对四川盆地青铜

文化的分期、年代、分布、特征等基本问题进行分析，其余问题是在此基础上进一步

揭示和阐述四川盆地青铜文化的发生的历史背景，推论稍多，就留在续论中专门进行

讨论。

一、四川盆地青铜文化的发展进程

在任何考古学研究中，年代分期问题都是需要首先解决的问题。它是一项基础的

研究工作。只有在一个文化或文化系统的全部材料都有机地排列在时空的框架中以后，

只有在掌握了该文化或文化系统的发展方向和演变节奏以后，我们才能正确地运用考

古材料来解决其他方面的问题。四川盆地青铜文化的研究也不能例外。

关于四川盆地青铜文化的分期问题，最早专文论述的是赵殿增先生。赵先生将四

川盆地的青铜文化分为两期，分别称之为“中期巴蜀文化”和“晚期巴蜀文化”。前者

包括了新凡水观音晚期墓葬、汉源背后山土坑墓铜器、 井沟遗址、彭县竹瓦街忠县

窖藏、成都羊子山土台、广汉真武宫玉器坑、成都西教场等遗址，它们的年代范围从

商代早期到春秋战国之际。后者主要有巴县、昭化、绵竹、大邑、蒲江的船棺葬，涪

陵小田溪、峨眉、犍为、成都等处的土坑墓，成都羊子山、新都的大型木椁墓，绵阳、

绵竹的木板墓等，其年代范围从春秋战国之际到西 。赵先生这篇论文是四川盆汉前期

地青铜文化分期的开创性工作，功不可没。赵文首次将该地区的青铜文化大致划分为

两个大的时期也就是有时间早晚先后的两种考古学文化，尤其是将秦灭巴蜀以后至汉

初四川地区的考古学文化遗存也归入该地区固有的文化系统中，这是很正确的。不过，

由于材料等方面的限制，赵文的四川盆地青铜文化分期研究，未能具体分析考古材料，

他对自己划分的两种文化特征的概括、外延的界定、年代的推断都不同程度地存在一

如宋治民：《 年第 期。早期蜀文化分期的再探讨》，《考古》

赵殿增：《巴蜀文化的考 年。古学分期》，《中国考古学年会第四次年会论文集》，文物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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些问题。赵文还不是严格意义上的四川盆地青铜文化的分期研究，而是对这一地区古

代文化发展演变脉络的一种初步的认识。

在现已发表的四川盆地青铜文化分期研究的论文中，宋治民先生《早期蜀文化分

期的再探讨》一文是最为全面和具体的一篇。该文认为，四川西部以成都平原为中心

的先秦时期的考古学遗存为蜀人的遗存，这种遗存可以春秋战国之际为界线分为早、

晚两大期：春秋时期及其以前为早期蜀文化，战国时期及西汉前期为晚期蜀文化。早

期蜀文化的陶器可以分为三组，根据这三组陶器可以把早期蜀文化遗址也分为三组，

每组又可依据地层关系和器物形态的演变细分为若干期，这样将早期蜀文化共分为三

组八期：第一期即三星堆第一期，第二期为月亮湾下层（以上为第一组）；第三期为三

星堆第二期，第四期为三星堆第三期，第五期为月亮湾上层和羊子山土台基址上层

（以上为第二组）；第六期为十二桥早期，第七期为十二桥中期、指挥街晚期和水观音

早期，第八期为十二桥晚期、指挥街晚期和水观音晚期（以上属第三组）。它们的年代

是：第一、二期为新石器时代晚期至夏代初年，第三、四期为商代，第五期为西周前

期，第六、七期为西周后期，第八 。宋文对于所谓早期蜀文化的分期，期为春秋时期

第一次将川西成都平原一带的龙山时代至春秋战国时代的材料串连起来，使它们从无

序走向有序，并分析了它们发展过程中的阶段性变化，这对于四川青铜时代考古的研

究无疑大有裨益。存在的问题主要是，宋文这个分期基本是综合了各个遗址原有的分

期结论，而未对这些遗址作具体分析，即没有验证或修订原有的分期。此外，在各期

年代的判断上，宋文也未能提出过硬的证据，猜测的成分多于实证的成分；并且将

“早期蜀文化”的八期均衡地安排在从新石器时代末期到春秋战国之际的时间跨度上，

各期间已不再有大的缺环，这也不符合实际情况，给人以过分理想化的印象

我们知道，任何问题的研究，都有一个从个别到一般，从具体到抽象的过程。因

此，在进行四川盆地青铜文化遗存分期研究时，也应从最基本的典型遗址乃至于典型

遗址中的典型单位入手，从下而上地来进行。也就是首先进行典型遗址的分期，然后

进行较小范围的区域相关遗存的分期，最后才是整个盆地青铜文化的全面分期。只有

这样才能步步扬弃和层层升华，我们所得到的四川盆地青铜文化的分期才是较全面准

确的分期，我们所概括的四川盆地青铜文化的特征才是具有普遍意义的、真正能够反

映各时期四川盆地青铜文化内涵的特征。

然而，目前我们要进行四川盆地青铜文化的全面分期还存在许多困难。首先，从

这些考古材料的时间分布来看，春秋以前绝大多数是居址材料，墓葬材料寥寥无几；

而战国以后的材料却大多是墓葬的材料，居址材料很少。研究材料的时间分布不均衡，

材料种类也不够全面。其次，从这些考古材料的地域分布来看，现已公布的材料大部

分都集中在川西成都平原，重庆峡江地区的材料较少，难以对每个区域的青铜文化遗

存材料都作较为详细的排序分期和对各区域同期遗存进行横向比较。材料的制约，无

疑会影响目前我们所进行的四川盆地青铜文化分期的准确性和全面性。现在我们只能

着重分析已经公布材料较多的成都平原地区的青铜文化遗存，先建立起这一地区青铜

①宋治民 年第 期。：《早期蜀文化分期的再探讨》，《考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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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的年代分期序列，进而再勾画出重庆峡江地区青铜文化的年代分期序列的粗线条，

最后以成都平原和峡江地区的年代分期作为基础，结合其他地区的考古材料抽绎出四

盆地青铜文化总的发展进程。

（一）成都平原

在成都平原青铜时代诸遗址中，三星堆遗址和成都市区故郫江两侧的十二桥遗址

群是分布范围大、沿袭时间长、文化内涵最为丰富的两个典型遗址。以这两个遗址为

基础，结合周围其他遗址，我们可以对成都平原的青铜文化遗存的发展序列、演变进

程和概差绝对年代有一个基本的认识。为此，笔者先后对这两个典型遗址已经公布的

材料进行了初步分析，基本弄清了它们各自的发展演变的大致情况。现将这两个遗址

的基本情况和笔者对这两个遗址分析的结论（包括笔者对原结论的部分修正）简要叙

述如下，以作为成都平原青铜文化排序和分期的基础。

三星堆遗址

位于广汉市南兴镇的鸭子河南岸，马牧河由西北向东南从遗址中穿过。遗址的东

西两侧及南侧至今尚保存着凸起于今地表的堆土城墙，城基厚达 米，城圈范围东西

平方公里，是四川盆地目前发现米，南北 米，总面积 并确定范围

年首次发掘的规模最大的先秦遗址。该遗址于 以来， 年发掘了月亮湾地点，

年又在三星堆地点作了多年发掘了西泉坎地点， 次工作，发掘

出了包括城墙、建筑基址、两个器物坑等重要遗迹，以及大量各种材质的遗物。关于

该遗址遗 年三星堆遗址发掘报告、陈显丹先生和笔者等都作了分析存的分期， 。

按照笔者过去的意见，三星堆遗址根据地层叠压关系和陶器的形态分析，并注意到遗

存发展演变过程的变异程度，可以将 段三星堆遗址分为三期 （参看图

三星堆遗址第一期：主要分布于该遗址月亮湾（真武宫、西泉坎）、三星堆等

地点，其中以月亮湾分布面积较大，似为这一时期三星堆遗址的中心所在。已公布的

该期遗存的典 层， 三西泉坎④层，型单位有 月亮 三星堆湾③层，

等。陶器有平底器和星堆 圈足器两种，器类主要为绳纹深腹盆、绳纹圈足簋、

素面高颈壶、镂孔圈足杯等。这类遗存在三星堆遗址分布不广，堆积也较薄，目前尚

还不具备对其进一步进行分期的条件。其年代在新石器时代末期或铜石并用时代，也

就是龙山时代前后。

）三星堆遗址第二期：是该遗址的主体和繁盛期，遗存遍布该遗址各地，三星

期 ； 广年第 陈显四川 汉三丹： 星省文物管理委员会等：《广汉三星堆遗址》，《考古学报》 堆

遗 孙华：《试论广汉三星址发掘概况 辑，四川科学技术出版社，、初步分析》，《南方民族考古》第 年；

堆遗址的分期》 年。辑，四川科学技术出版社，，《南方民族考古》第
辑，四川科学技术出版社， 年）中在笔者《试论广汉三星堆遗址的分期》（《南方民族考古》第 ，

笔 段现在公布的材料仅有三星者曾将三星堆遗址第三期又划分为两段，即三星堆遗址第三期第 段。由于第

堆 号器物坑，并且该单位在三星堆遗址分期中的位置实际上处在第二、三期之际，年代偏早，应当将它们划在

第二期还是第三期，还需要更多的材料才能确定。从现有的材料来看，四川盆地青铜文化系统自始至终都属于

“精进传统”，这反映到文化的发展演变上，就是前一种文化和后一种文化的文化特征不是那样迥然不同，前一种

文化发展到晚期往往就出现了新的文化因素，后一种文化在形成后的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却还保留着前一种文化

的因素在四川盆地青铜文化发展演变序列还不严密的情况下，有的材料的分期和文化的归属还需等到较多材料

公布以后。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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堆规模巨大的夯土城墙大约兴建于该期之初，著名的三星堆器物坑应当埋藏于该期之

三星堆 ②层、 三末或下期之初。已经公布的材料主要有 星堆

层、 三星堆 层和 月亮湾②层。该期陶器以夹砂灰陶占绝大多数，陶色以

褐色为主，器表通常为素面，器形有三足、平底和圈足三种，典型器类有带檐鬲形器、

封口盉、耸肩小平底盆、瘦体瓶、小平底盘、大圈足盘、细高柄豆、细高柄豆形器、

圈顶盖、鸟 个明显的发展头柄勺等。该期遗存内容丰富，延续时间长，可以划分为

至 段。著名的三星堆一、阶段，即三星堆遗址第二期的第 二号器物坑，就属于该

段的遗存期第 。

三星堆遗址第三期：系该遗址衰落后的遗存，只发现于西泉坎等范围不大的

地区。本期的陶质陶色不明，陶器仍以素面为主，器种除三足器、平底器和圈足器外，

还出现了为数众多的尖底器。典型器类有袋足封口盉、耸肩小平底盆、尖底盏、尖底

罐、尖底杯等，第二期留下的带檐鬲形器、大圈足盘、小平底盘、瘦体瓶、圈顶盖等

在此期已基本不见。值得注意的是，第三期的袋足封口盉为袋足上下大小相近如圆筒、

下有实足尖的形制，袋足与第二期最晚段的袋足封口盉有别而足尖相同；在排序中位

于第二期末的三星堆器物坑，坑内出土的尖底盏为敞口圆唇腹较深的形制，而第三期

的尖底盏却为敞口无唇腹较浅的形制；这些对比较三星堆遗址与十二桥遗址的关系很

有帮助。该期遗存在三星堆遗址不太丰富，延续时间也不长，它以 ③层为代表。

十二桥遗址

位于成都市区郫江故道（今已湮没）两岸的十二桥遗址群是包括了十二桥、抚琴

小区、青羊宫、方池街、君平街、指挥街、盐道街、上汪家拐等遗址的规模相当可观

的遗址群。这些遗址彼此相距不远，但年代早晚有所不同，有的遗址间似乎也不相连，

故笔者将其统称作十二桥遗址群。这些遗址的汉文化以前遗存，笔者曾将其划分为三

段，其中第一期又分作早、晚二小期，第一、二期 期间还存在较大的缺环 。新公布

的十二桥遗址群新一村地点的材料，其陶器反映的相对年代与笔者过去对十二桥遗址

分期的第一期偏晚阶段可以大致衔接，但文化面貌又有很大的差别，可以将其作为单

独的一期排列在笔者原十二桥遗址群分期的第一、二期之间，从而部分弥补了过去分

。笔者原十二桥遗址群分期中的第二期，由于期中存在的缺环 公布材料的陶器种类甚

少，尖底器只有尖底盏一类，似乎不能代表该期陶器群的全貌，在目前的情况下单独

作为一期还有问题，本文暂时将它取消。这样，十二桥遗址群仍然可以划分为三期

期段，这 遗存陶器的基本情况是（参看图

层十二桥遗址群第一期：以十二桥 为代表，抚琴小区第④层也可归属

该期。该期的主要陶器器类都是尖底盏、尖底杯、尖底罐、折腹簋　形器和折腹罐等，

并都有一定数量的耸肩小平底盆和高柄豆。但十二桥 层与抚琴小区第④层也有

、耸肩小平底盆、高柄豆及若干差别，前者器类有相当数量的袋足封口盉 豆形器、鸟

头柄勺等器类，后者除少量耸肩小平底盆外，其余器类基本不见，而以较多的平底和

孙华：《成都十二桥遗址群分期初论》，《四川考古论文集》，文物出版社，　　年。

②成都市 第　辑。文物考占工作队：《新一村遗址发掘报告》，即刊《南方民族考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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圈足直颈壶为特色。所以，可以将二者区分为早、晚两小期，这两小期的共性似乎大

于个性，可以包容在十二桥遗址群第一期中。其中早期者还可以划分为两个小的发展

阶段，连晚期的一段，总共可以划分为 个发展阶段。

十二桥遗址群第二期：以新一村遗址 层为代表。该期陶器已经不见二

星堆遗址常见和十二桥遗址群第一期还见的袋足封口盉、耸肩小平底盆、高柄豆及豆

形器、鸟头柄勺，第一期的尖底器种类也有所减少，角状尖底杯、敞口尖底罐似已消

失。该期流行的器类是小口绳纹釜、敛口尖底盏、小口尖底罐、素面圆肩罐、绳纹长

腹罐、圆肩敛口瓮、敞口平底钵等，尤以后 类器物最具特色。该期可以分为早、晚

两个阶段，早段以新一村第 层为代表，该段基本不见小口绳纹釜，绳纹长腹罐也较

少，素面圆肩罐为耸肩带旋纹的形制；晚段以新一村第 层为代表，该段多小口绳纹

釜、绳纹长腹罐，素面圆肩罐为鼓腹的形制。

十二桥遗址群第三期：在该遗址群中分布甚广，是该遗址群繁盛期的遗存。

已经公布的居址材料有青羊宫第④ 层，上汪家拐第 层及有关灰坑。该期陶

器陶色以灰褐和黑褐为主；素面陶居多，纹饰仅见绳纹；器类主要有釜形鼎、大口绳

纹釜、小口绳纹釜、中柄豆、矮柄豆（包括碗形豆和簋形豆）、平顶器盖等。该期至少

可以分为早、晚两个阶段，早段以上汪家拐第⑤层及 为代表，晚段以上汪家拐第

为代表，前者有沿袭第二期的尖底盏而后期没有，后者有半两铜层和 钱而前者

不见。

从这两个遗址（遗址群）分期结论可以看到，三星堆遗址与十二桥遗址群在年代

上显然存在着相对早晚关系。尖底器在三星堆遗址最晚的第三期中出现并流行，三星

堆遗址繁盛期第二期流行的诸如袋足封口盉、耸肩小平底盆、高柄豆和豆形器等在第

三期逐渐减少；而在十二桥遗址群中，最早的第一期就有众多类型的尖底器，其偏早

阶段并有一定数量的袋足封口盉、小平底罐、高柄豆和豆形器等，以后就少见甚至不

见。显然，三星堆遗址应当早于十二桥遗址群并且前者与后者的分期序列还存在着部

分重合。这里，最引人注意的材料是排序分期位于三星堆遗址第二、三期间的三星堆

号器物坑中出土的尖底盏，该盏的形态与十二桥遗址群的最早的第一期早段的十二桥

第 层所出尖底盏基本相同，而在以后各期中没有这种形态的尖底盏出土。这样，我

们就可将十二桥遗址群分期序列的前端紧接在三星堆遗址分期序列的第二、三期之间，

换言之，三星堆遗址第三期在年代上恰与十二桥遗址群第一期部分重合。广汉三星堆

公遗址与成都十二桥遗址群相距不远，直线距离不过 里左右，其间为没有天然屏障

的一马平川，交通便利，两地间的考古学文化面貌不会有较大差异。因此，我们就可

以将三星堆遗址和十二桥遗址群两个遗址的年代序列前后连接起来，组成一个从龙山

时代后期至西汉初期的长达两千余年的成都平原考古学文化的年代分期标尺（当然这

仅是一把刻度稀疏的“尺子”）。在这个汉代以前成都平原的考古学文化发展序列中，

以三星堆遗址第一期为代表的遗存目前尚无青铜工艺产生的迹象，其年代又处在新石

器时代末期或铜石并用时代的龙山时代，不属于青铜文化的范畴，我们可以将它划出。

以十二桥遗址群第三期为代表的遗存，尽管其年代下限已经延伸至属于铁器时代的西

汉早期，但该期偏早阶段的遗存几乎都不出铁器，文化面貌又与成都平原先前的青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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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一脉相承，应当将其纳入成都平原青铜文化的范畴。这样，成都平原的青铜文化

遗存就可以由早到晚划分为四个大的发展时期：

成都平原青铜文化第一期：以三星堆遗址第二期为代表。属于该期的其他遗址在

成都平原有广泛的分布，据调查，仅在广汉、什邡县就发现了多处 。经过正式发掘的

有成都羊子山土台、新都桂林乡遗址。羊子山土台是春秋战国时期的祭祀建筑物，

年发掘该土台时在土台下发现了建台以前的文化堆积。这些堆积在修建土台时已

大多被破坏，遗存不多，陶器器类主要有大口短颈的耸肩小平底盆、细高柄的豆或豆

形器，陶器特征很接近三星堆遗址第二期第 段的同类陶器 。桂林乡遗址发掘于

年，青铜文化堆积为该遗址的④、 层及其相关灰坑，两层文化面貌变化不大，陶器

总的说来接近三星堆遗址第二期偏晚的同类器物，如耸肩小平底盆、高柄豆及豆形器、

圈顶器盖等，但又出现了下一期才流行的尖底盏、簋形器、捏瓣捉手器盖等，将其放

在三星堆遗址第二、三期之际应当比较恰当 。此期陶器的主要特征表现为，陶质以夹

砂陶为主，陶色以灰褐最多。陶器多为素面，仅有少量的陶器饰绳纹、旋纹、戳印纹、

凸棱纹等。器种有三足器、圈足器、平底器三种，主要器类有袋足封口盉、带檐鬲形

器、大圈足盘、高柄豆和豆形器、耸肩小平底盆、瘦体平底瓶、圈顶器盖、鸟头柄勺

等。此期延续时间较长，本身至少还可以划分为 个发展阶段，它们分别以三星堆遗

址第二期第 段为代表。

成都平原青铜文化第二期：以三星堆遗址第三期和十二桥遗址群第一期为代表。

可以归属此期的经过正式发掘的还有新都县水观音遗址和雅安市沙溪遗址。另在成都

平原不少地方，也有这类遗址的分布。水观音遗址发掘 年，分居址和墓于

葬。由于当时发掘者虽然已经将居址堆的文化层分为上、下两层，并指出有的墓葬

（原简报称之为“晚期墓”）墓底部位于文化层中央；但在简报中却又将文化层的上、

下两层统称为第③层，包含陶器也未进行区分。不过该遗址陶器的总体风格都比较接

近，陶器除了少量袋足敞口 、耸肩小平底盆这样的第一期的流行器类，更多的是直

口尖底盏、弹形尖底杯、直颈尖底罐、小圈足簋、长颈圜底壶、柄较粗的高柄豆等 。

这些多数与以抚琴小区遗址第④层为代表的十二桥遗址群第一期第 段的陶器器类组

合和器物形态基本相同，有的可能稍早。雅安沙溪遗址位于四川盆地西南边缘，距成

公里。四川省 年两度在这里发掘。两考古 次发掘的研 文化究都约 所于

堆积相同，商周时期文化堆积都是③、④层。根据地层关系和器物形态的分析，报告

的整理者将其分为第④层及其以下单位的早期和第③层及其以下单位的晚期，两期的

总体面貌相当接近，陶器器类主要有耸肩小平底盆、圆肩罐、高柄豆及豆形器、敛口

尖底盏、尖底杯（有斜腹、鼓腹、折腹三型）、镂孔器座和圈顶器盖等器类 。其耸肩

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所三 辑，星堆工作站等：《四川广汉、什邡商周遗址调查报告》，《南方民族考占》第

四川 年。科学技术出版社，
年四川省文管会：《成都羊子山土台遗址清理报告》，《考古学报》 第 期。

成都市文物考古工作队：《 年第 期。四川新都县桂林乡商代遗址发掘简报》，《文物》

④四川省博物馆：《四川新凡县水观音遗址试掘简报》，《 期。考古》 年第

⑤四川省文物 辑，四川科学技术出管理委员会等：《雅安沙溪遗址发掘及调查报告》，《南方民族考古》第

版社，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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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平底盆、尖底盏、尖底杯等均与十二桥遗址群第一期的同类器物相似，但已经不见

袋足封口盉、鸟头柄勺，尖底盏也不见侈口深腹的形制，高柄豆和豆形器的柄较粗，

这些接近于十二桥遗址群第一期偏晚阶段或接近于水观音。该期陶器以夹砂陶占绝大

多数；陶色以灰陶为主，褐陶次之；陶器绝大多数都为素面，仅有少量施绳纹和旋纹；

器类主要以多样的尖底器如尖底盏、尖底杯、尖底罐最具特色，另有直颈壶、圆肩罐、

簋形器、捏瓣捉手器盖等也很有特色。此期是一个承前启后的时期，前一期的典型陶

器袋足封口盉、耸肩小平底盆、高柄豆、豆形器、鸟头柄勺在此期仍可见到，但日益

减少；尖底器等也沿用至后一个时期，但种类已不及本期多，尖底盏开始成为尖底器

段为的主流。该期可以分为三个阶段，分别以十二桥遗址群第一期第 代表。

成都平原青铜文化第三期：以十二桥遗址群第二期为代表。这类遗存在成都平原

发现得很少，除成都十二桥遗址群的新一村外，只有彭县竹瓦街遗址可能与之相近并

延续时间可能更晚。该遗址的陶片陶色多灰褐色，绳纹陶相当多见，先后在该遗址出

土的两个铜器窖藏的年代又都位于本期的年代范围（关于年代问题后面将专门讨论），

把它们放在第三期应当比较恰当。综合现已发现的材料，该期陶器陶质主要为夹砂陶，

陶色主要呈灰褐色。绳纹在陶器中比例增大，并有一定数量的重菱形斜格纹，素面陶

比例有所减少。器种有圜底、尖底、平底三类，主要器类有小口圜底釜、敛口尖底盏、

直口尖底罐、绳纹长腹罐、直口圆肩罐、敛口圆肩平底瓮、敞口平底钵等，而以肩以

下施绳纹的长腹平底罐数量最多，最有特色。

成都平原青铜文化第四期：以十二桥遗址群第三期为代表。该期遗存在成都平原

有广泛的分布，除十二桥遗址群的上汪家拐、青 ，其他重要的羊宫、方池街等居址外

遗存还有成都市郊羊子山土台遗址、新都县九联墩大墓以及成都平原各地发现的大量

战国前后的墓葬。羊子山土台是成都市北郊的一个人工垒砌的三层方形土台，该土台

下压第一期遗存的遗址，上面又被战国晚期以后的墓葬所破坏，其使用时期的相对年

。九联墩大墓是一座有一条墓道的大型木椁墓，代应在此期偏早阶段及其以前 系四川

已经发现的最大的墓葬。该墓墓室早已被盗，劫余的陶豆为矮柄浅盘豆，属于第四期

陶豆的典型器型，而该豆敛口浅盘、圈足甚矮的形制，又与成都平原战国晚期以后墓

葬出土陶豆有一些差别，该 。成都平原的战国前墓的年代当在第四期的早期偏晚阶段

后的墓葬很多，墓葬均为竖穴土坑墓，种类主要有木椁墓、船棺墓、木板墓三类。木

椁墓规模一般较大，土坑呈宽长方形，如新都九联墩大墓、成 号都 墓羊 等子山 。

船棺墓均为窄长方形土坑，有独 号墓、成木船形棺和普通独木棺之分，如绵竹清道

。木板墓也为窄都百花潭 号墓等 长方形土坑，坑底铺木板为葬具，如成都金鱼村

。这些墓葬号墓 年代早晚有一定差别，但随葬器物的情况大致相同，都有一组富

成都市文物考古队等：《成 辑，四川科学技术出都市上汪家拐街遗址发掘报告》，《南方民族考古》第

四川省博物馆：年； 《成都青羊宫遗址试掘简报》，《 期。考古》 年第

四川省文管会：《成都羊 期。子山土台遗址清理报告》，《考古学报》 年第

四川省博物馆等：《四川新都战国木椁墓》，《文物》 期年第 。

四川省文管会：《成都羊子山第 号墓发掘 期。报告》，《考古学报》　 年第

四川省博物馆：《成都百花潭中学十号墓发掘记》 年第，《文物》 期。

成都市文物 年第考古工作队：《成都西郊金鱼村发现的战国土坑墓》，《文物》 期。

版社，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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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特色的铜器和陶器，其陶器器类组合以釜（或釜鼎）、矮柄豆、簋形器、平顶器盖为

特色，其中偏早阶段的墓葬还出土陶尖底盏和尖底盛，前者属于第二、三期的常见器

类。本期至少可以划分为 段，第 段以青羊宫遗址第一期（第③、④层）和上汪家

拐 段为代表，第第 段以青羊宫遗址第二期（第②层）和上汪家拐第 段为代表。

成都平原青铜文化分期既已明确，这就为我们考察四川盆地及其他相关地区青铜

文化的发展演变情况提供了一把可以参照的标尺。拿着这把标尺来衡量川东鄂西地区

和陕南地区的青铜文化的情况，我们不难知道，这两个地区尤其是陕南地区青铜文化

的材料尽管不如成都平原丰富，文化间的缺环还比较多，各区也还存在着一些地区间

的文化差异，但它们青铜文化的主要特征和发展进程却是基本一致的。可以将这两个

地区的青铜文化与成都平原的青铜文化一道作为四川盆地青铜文化系统的有机组成部

分。

（二）重庆地区

本文的重庆地区主要系指重庆市以下的长江沿岸地区，这里过去属于四川省管辖，

年行政区划变更后属于重庆市的范围。该地区的三峡峡区分属重庆和湖北两省市，

重庆地区实际上与鄂西地区通过长江紧密联系在一起。晋人常璩“江州（今重庆渝中

。区）以东，滨江山险，其人半楚”的评论，就是这种人文地理的反映 所以我们将重

庆沿江地区和鄂西地区放在一起来考虑。这个区域经过考古发掘的重要青铜文化遗址

有重庆云阳县李家坝遗址、忠县中坝遗址、 井沟遗址群、涪陵镇安遗址，湖北宜昌

市中堡岛遗址上层 区、宜都毛溪套、秭归县朝天嘴遗址 、清江香炉石 等。此外，

经过调查发现有四川盆地青铜文化遗存的遗址还有宜昌市三斗坪、路家河、苏家坳、

黄土包，秭归县鲢鱼山、杨泗庙、银街、张家坪、王家坝，宜都红花套、向家沱等遗

址。由于三峡淹没区大规模考古工作开始以前川东地区考古材料相对较少，再加上行

政区划的不同，过去的研究者往往将这一地区的青铜文化的考古材料分为鄂西和重庆

两个区域分别进行研究，其中对重庆地区的研究相对比较薄弱。因此，我们对这一地

区青铜文化的研究状况的回顾还是先从鄂西说起。

鄂西的这些与成都平原相似的青铜文化遗存比较早就引起了研究者的注意，

年林春专文对这类文化进行过分析，她将湖北宜昌地区发现的夏商时期遗存陶器的基

本特征归纳为陶系以夹砂灰黑陶和褐陶为主，其次为泥质灰陶；纹饰主要为绳纹，另

有附加堆纹、方格纹、云雷纹、贝纹等纹样；器类有罐、灯座形器、鬶、簋、豆、盘、

觚、杯、勺、钵、盆、大口尊、壶、瓮、罍、釜、缸、器盖等，而以有肩罐（即耸肩

孙注）、灯座形器（ 孙注）、小口绳纹釜最具代表性。小平底盆 即高柄豆形器

这类遗存可 期：第一期的材料很少，只在毛溪套等地有发现，年代相当于以划分为

二里头文化早期；第二期材料最多，可以划分为早晚两段，红花套、向家沱遗址的这

时期遗存主要属于这一期，年代在二里头文化晚期到二里岗下层时期；第三期材料也

《常璩 华阳国志 巴志》。

国家文物局三峡考古队：《湖北秭归朝天 年第嘴遗址发掘简报》，《文物》

湖北清江隔河岩考古队：《湖北清江香炉石遗址的发掘》，《文物》 年第

① 晋

期。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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较多，除在红花套、向家沱有发现外，路家河、三斗坪、鲢鱼山等出土物大多也可归

属此期（白庙遗址的夏商遗存大致在二、三期之际和稍早），年代相当于二里岗上层时

期。林春认为，宜昌地区发现的这类遗存的陶器与成都平原的中兴公社（即三星堆遗

址 孙注）、羊子山和水观音遗址所出非常相似，宜昌地区与成都平原的夏商遗存相

比较，前者的中兴公社大约相当于后者的第一期偏晚至第二、三期之际，羊子山相当

于第二期偏早阶段及其稍后，水观音相当于第二期偏晚阶段及第三期 。稍后，林春在

一篇综论西陵峡区考古学文化的论文中又将该地区的西陵峡区二里头文化时期至西周

时期的考古学文化从早到晚依次分为“朝天嘴类型文化”、“路家河文化”和“小溪口

文化”，也就是三大期，其中包含有成都平原因素的是前两大期。“朝天嘴类型文化”

也就是林春前一篇论文中专门论述的鄂西地区夏商时期考古学文化的第一、二期，所

不同的是在这篇论文中林春将前一篇论文的第二期早、晚段各作为一期，从而将该大

期划分为三期，该大期相当于三星堆遗存时期，属于“三星堆人们共同体向东扩张的

结果”。“路家河文化”也就是林春前一篇论文的第三期，它以路家河遗址为典型遗址，

陶器群以侈沿釜最多，其次为长颈突肩罐（即耸肩小平底盆）、灯座形器（即高柄豆形

、假腹豆、鬶、大口缸等。路家河遗址分为四期，年代分别相当于二器），另有鬲 里岗

下、上层期和殷墟早、晚 。从林春前后两篇论文的结论来看，后一篇论文将鄂西与期

成都平原有关的青铜文化分为两类不同的考古学文化即两大期的结论应当比头一篇更

加妥当，但她将两大期的分界线推定在夏、商之际（二里头文化与二里岗商文化之

间），这既与她第一篇论文所推定的鄂西地区夏商时期考古学文化第二、三期之间的界

线不同，也与相对应的成都平原青铜文化第一期发展进程不同。罗二虎在林春以后也

就鄂西地区夏商时期的文化作了进一步的分析，将这类遗存称作“中堡岛三期类型”，

认为该类型的特征是以有肩罐（即耸肩小平底盆）、高柄豆、豆形器座、釜、鼓腹罐、

盉、鸟头把勺为典型陶器，可以划分为四期，其中第一期与二里头文化早期相当，第

二期为二里头文化晚期，第三期的年代从商代早期至中期，第四期的年代大致为商代

后期。“中堡岛三期类型”与当地的白庙遗址所代表的文化类型不属同类文化遗存，前

者要晚于后者，后者是前者的重要来源。“中堡岛三期类型”是属于以成都平原为中心

。从鄂西青铜文化发展的的三星堆文化的一个地区类型 总体进程的角度来看，罗二虎

期不如分为两大期更加合将鄂西地区与成都平原有关的青铜文化的发展进程分为 理。

因为尽管这两大期都有耸肩小平底盆、高柄豆和豆形器等共同器类，但第一大期常见

的侈口、深腹、平底的绳纹罐和袋足封口盉在第二大期几乎不见，第二大期以小口绳

纹釜为主要炊器和高领尖底罐比较常见的情形，也与第一期差别较大。二者间应当有

一道明确的界线将其区别开来，这也正与成都平原青铜文化第一、二期的分别有相同

之处，虽然两地同时期遗存也还存在着不少差异（后面将专门讨论）。

鄂西地区与成都平原相关青铜文化遗存的材料比较零散，有分期意义的地层叠压

林春：《宜 期。年第昌地区长江沿岸夏商时期的一支新文化类型》，《江汉考古》

②林春：《长江西陵峡远古文化初探》，长江流域规划办公室库区规划设计处编《葛洲坝工程文物考古成果

汇编》，武 年。汉大学出版社，

③罗二虎： 年第《论鄂西地区的夏商时期文化》，《东南文化》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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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系的只有红花套 打破 ③ 层等单位，其他地层叠压关系如 年中堡岛

③ 叠压③ 层、朝天嘴 叠压 层等，早晚单位内出土遗物差别不大，对确定这

些材料的分期没有多大的作用。根据红花套 ③ 层的地层关系，基打破 于

林春、罗二虎等的研究成果，并参照鄂西考古新的研究成果 和成都平原青铜文化陶

器的排序分期的标尺，我们将鄂西地区包含有成都平原青铜文化因素的遗存按年代早

晚串连起来分为两期（图

鄂西地区青铜文化第一期：该期陶器以平底器为主，袋足器、圈足器、圜底器次

之，器类有耸肩小平底盆、高柄豆及豆形器、袋足封口盉、圈顶捉手器盖、鸟头柄勺

等与成都平原青铜文化第一期形态相同的器类，此外还有小口圜底釜、深腹平底罐、

鸡冠鋬盆、大口尖底缸等。该期年代大致与成都平原青铜文化第一期相当。可以分为

段以 第③段以毛溪套灰坑为代表，第 层、中堡岛遗址段：第 第三期（

第 层）为代表，第 段以朝天嘴 区第 层为代表。

鄂西地区青铜文化第二期：该期陶器以小口绳纹釜、高领尖底罐、敞口平底钵最

具特色，此外在本期偏早阶段还有高柄豆形器、耸肩小平底盆等器类。高领尖底罐在

鄂西地区出现较成都平原早，在相当于第一期第 段的荆南寺遗址第二期遗存中已有

这类器物发现，本期的高领尖底罐分别与成都十二桥遗址群第一期第 段的高领尖

底罐相似，敞口平底钵也见于成都十二桥遗址群第一期，其相对年代约当于成都平原

青铜文化第二期。该期可分为 段：第 段有红花套遗址 等单位以及路家河偏早

阶段等遗存；第 段以路家河遗址偏晚阶段为代表，该遗址的发掘材料尚未发表，香

炉石遗址的主体遗存应当属于此段。

重庆地区的青铜文化遗址，现在已经发掘的为数不少，但公布了发掘报告的遗址

①鄂西地区与成都平原有关的青铜文化遗存近年发表的新材料和论文主要有以下两篇：一是江陵县荆南寺
遗址 年度发掘材料以及何驽对该遗址夏商时期遗存的分析。何驽将荆南寺的夏商遗存分为 期，年代

范围从二里头文化晚期直到殷墟早期；他又将该遗址夏商遗存的文化结 种构 因素，其分 中第为 种共 即

种文化因素属于来自成都平原的青铜文化。何驽指出，这种文化因素主要繁盛于荆南寺第一、二期，是当时占主

导地位的因素，荆南寺第三期以后这种因素在中原商文化和当地土著文化因素的排斥下，一直处于劣势。荆南寺

遗址这些材料的发表和何驽研究结果对鄂西乃至于整个四川盆地夏商时期青铜文化研究的意义在于：荆南寺遗址

是鄂西地区有较多成都平原青铜文化因素遗址中最东面的一个，它为了解这一时期以成都平原为中心的青铜文化

分布的东界提供了重要信息；由于荆南寺遗址的位置偏东，因而该遗址有较多的年代明确的中原青铜文化因素共

存，从而为确定鄂西及重庆地区及更西面的成都平原青铜文化的年代提供了重要依据；荆南寺遗址延续时间较长，

以成都平原青铜文化因素为主体因素的情况仅有一段时间，这为了解成都平原青铜文化在鄂西影响的消长及其背

年的发掘收获（湖北清景以重要的启迪。二是清江香炉石遗址 江隔河岩考古队：《湖北清江香炉石遗

址的 年第发掘》，《文物》 期）。香炉石与成都平原青铜文化有关的文 层，原报告认为这三化堆积为第④
层的年代分别为早商、中晚商和西周。这些层的陶器都以小口圜底釜、中口平底罐、粗柄和细柄的浅盘豆、高领

折腹的尖底罐、敛口平底钵为基本组合，纹饰以小方格纹、绳纹、旋纹、云雷纹最常见，原报告认为这是鄂西南

“香炉石文化”，“这支文化从鄂西山山区未受商文化影响的一支独特的文化 区向外发展，沿长江向东西两个

方 井口一带与当地土著文化融合发展，向延伸，东面到达荆南寺一带与中原商文化接触融合，西面到达川东忠县
并继续向西直至成都平原”。香炉石遗址的文化面貌比较独特，但并非完全没受到商文化和其他文化的影响。该遗

址第④层出土的高颈折肩罍无论从形态还是纹饰来看都应当属于商文化铜罍的仿制品，按商文化铜罍的编年，该

罍及其所在的第④层的年代应当相当于商文化的殷墟早期或稍后；遗址第④层出土的小口罐肩部有一个刻划甚

的眼睛形符号，类似的符号在成都平原三星堆文化陶器上屡见，并在三星堆器物坑中还有大量的铜制眼睛的造型，

层陶器形态变化不大，该遗址这几层的年代跨度应当不应当属于成都平原青铜文化的因素。香炉石遗址第④

长，似乎不大可 从这几层所出高领尖底罐来看，其形态很类似成都平原青铜文化第二能从早商一直延续至西周
期同类器物，类似的器物在湖北江陵荆南寺遗址、宜昌路家河遗址也都有发现，其中荆南寺遗址的高领尖底罐属

于该遗址第二期，该期陶器如耸肩小平底盆、细高柄豆等都类似于成都平原青铜文化第一期的同类陶器因此，

该类陶器有可能是鄂西影响到成都平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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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鄂西地区青铜文化陶器分期示意

却几乎没有，专文论及这一区域青铜文化遗存的也仅有王鑫的一篇。王鑫在论忠县

井沟遗址群哨棚嘴遗址 大期，其中第二、分期的论文中，将该遗址从早到晚划分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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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期属于青铜时代。哨棚嘴第二期被分为早晚两个阶段，其陶器都是夹砂陶占大多数，

器表多素面，器类以耸肩小平底盆、高柄豆及豆形器、袋足盉、大口缸等。哨棚嘴第

三期陶器仍以夹砂陶为主，但泥质陶比例增多；器表仍以素面为主，纹饰有绳纹、旋

纹、方格纹等；主要器类有角状尖底杯、耸肩小平底盆、高颈壶、矮领绳纹罐、细圈

顶器盖等。王鑫认为，哨棚嘴第二期早段的耸肩小平底盆形体瘦高而短沿耸肩，口沿

按捺成波浪状，肩上部饰有尚未抹去的细绳纹，其形制显得比成都平原青铜文化中现

已经发现的耸肩小平底盆更为古朴；而哨棚嘴第二期晚段的耸肩小平底盆更接近于三

星堆遗址第二期最早阶段的耸肩小平底盆。因此，哨棚嘴第二期晚段大致相当于三星

堆遗址第二期早段或略早，而更早的哨棚嘴第二期早段很可能就应在三星堆遗址第二

期之前。哨棚嘴第三期遗存的“显著特点就是尖底杯特别多，在地层中成堆堆积在一

起。”尖底杯作黄牛的角状，其他如高颈壶、耸肩小平底盆、器盖、深腹钵等的形态，

都与成都十二桥遗址群第一期偏晚阶段的抚琴小区第④层比较接近，二者的年代也应

该大体相当 。王鑫对于哨棚嘴青铜时代遗存的分 年期是建立在哨棚嘴遗址

④、⑤层叠压 层的地层叠压关系和陶器群的形态分析基础上，从哨棚嘴遗址与

成都平原青铜文化遗存陶器的对比来看，哨棚嘴第二期偏早阶段的陶器正如王鑫所指

出的那样，它与三星堆遗址第二期偏早阶段的相似，应当放在成都平原青铜文化发展

演变序列第一期早段。类似哨棚嘴第二期的遗存在重庆地区见诸报导的遗址不多，不

过就笔者所知，仅在忠县就有中坝和老鸦冲遗址两处，而据西北大学文博学院王建新

先生惠告，他们正在发掘的万县中坝子遗址就是一处文化堆积丰富、延续时间较长的

单纯的三星堆文化遗址。哨棚嘴第三期的陶器总体面貌接近于成都青铜文化第二期偏

晚阶段的抚琴台小区第④层，与第二期间尚有一定的缺环。类似的遗存在重庆地区也

有广泛的分布，涪陵县镇安遗址就是一处以该类遗存为主的遗址，陶器主要有敛口尖

底盏、炮弹状尖底杯、直口尖底罐、耸肩小平底盆、高柄豆及豆形器、小口罐、封口

盉等，其主体遗存的相对年代早于哨棚嘴第三期。晚于哨棚嘴第二、三期的遗存在王

鑫的论文中没有论及，但 年北京大学考古学系 井沟遗址群的三峡考古队在忠县

哨棚嘴遗址、瓦渣地遗址和半边街遗址都有发现。由于这次发掘对于认识重庆地区青

铜文化发展演变进程意义重大，下面先对该次发现的主要收获摘要叙述如下。

井河口。 井河井口遗址群位于忠县县城东北郊的 是长江的一条小支流，在

井河与长江交汇处的长江沿岸台地上，从西南向东北依次分布着杜家院子、瓦渣地、

哨棚嘴、半边街、罗家桥等古代遗址。这些遗址相距很近，彼此间又被冲沟或山湾隔

断，形成了既有密切联系又相对独立的遗址群。哨棚嘴、瓦渣地和半边街就是这个遗

址群中央彼此相望的三个遗址。这三个遗址的基本情况是：

哨棚嘴遗址

该遗址范围不大，但文化堆积却相当深厚，至下而上分别有新石器时代晚期遗存、

三星堆文化、十二桥文化、“瓦渣地文化”和六朝文化的堆积，以新石器时代晚期遗存

①王鑫： 井沟遗址群哨棚嘴遗址分析《忠县

论文集》，文物出版社， 年。

兼论川东地区的新石器文化及早期青铜文化》，《四川考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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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堆积为主，青铜时代的堆积较薄且分布不很广。根据地层关系和陶器组合及形态的

变化，该遗址青铜时代堆积可以划分为三期，分别称为哨棚嘴第二期至第四期遗存

（第一期为新石器时代的遗存）。哨棚嘴第二期的典型陶器有耸肩小平底盆、高柄豆和

封口盉等，而以耸肩小平底盆数量最多，其文化面貌与盆西平原的三星堆文化的陶器

差别很小，仅陶质显得更红一些，三星堆遗址有的器类在该遗址没有发现（这可能与

该遗址该期遗存堆积较薄，出土陶器有限有关）。哨棚嘴第三期的典型陶器除少量耸肩

小平底钵外，还有大量的尖底器，如角状尖底杯、炮弹状尖底杯、敛口尖底盏等。该

期陶器的文化面貌与盆西平原十二桥文化大同小异，但陶器绝大多数都为夹砂红褐陶，

角状尖底杯数量特别多，这却是不同于川西的地方特色。哨棚嘴第四期陶器以圜底器

占绝大多数，器类主要有厚胎大花边口的束颈绳纹釜，另有少量可能是宽沿圆肩绳纹

罐的陶器。

瓦渣地遗址

该遗址位于东临长江、西靠陡崖的山坡上，遗址的文化堆积极其深厚，主要包括

了新石器时代晚期和青铜时代两个时期的遗存。青铜时代的堆积最有特色，大量废弃

的陶器碎片形成了地层堆积的主体，陶片多而泥土少，众多花边圜底罐是这一时期堆

段，除瓦积的特征。从地层关系及其包含陶器分析，该遗址可以分为三期 渣地第一

段之间的新石器时代遗存外，其余两期都为期是相当于哨棚嘴第一期第 青铜时代

遗存。瓦渣地第二期，主要应当是当时窑业形成的堆积，属于该遗址的主体。其陶器

以大量夹砂陶的圜底器为主，并有一定数量的尖底器。纹饰主要为绳纹，流行在圜底

器口部按压花边的作法。主要器类有花边口圜底釜、角状尖底杯等。根据该时期堆积

层间有两次特大洪水冲积形成的细沙层，在其中一次洪水冲积层上下的文化层又存在

陶器种类及形态的变化（如洪水冲积层下多角状尖底杯，其上却少见角状尖底杯）等

现象来分析，该期还可以细分为两段。瓦渣地第三期只有一批打破了第二期堆积的墓

葬，其中仅有一座随葬有青铜的柳叶剑、三角援无胡戈和砺石各一件，未见随葬陶器。

半边街遗址

半 井河口以北的沿江台地上。遗址范围广大，边街遗址，旧称崖脚遗址，座落在

四因山湾和冲沟的分割，遗址可大致分为 区的唐宋时期文化个区，在

座，层下发现土坑墓 其中战国中期的楚文化墓葬 座，打破楚文化墓葬的战国末期

座。这 座楚文化墓葬随葬品均为典型的楚文化器物，至西汉初期的巴蜀文化墓葬

与江汉平原等楚国中心地带所出基本一致，未见任何巴蜀地方文化的因素。这批楚文

化墓葬是迄今所见分布地点最西端的楚墓，它为探索历史上的巴蜀与楚国及其他古国

势力消长的变化，提供了前所未有的新信息。

综合以上三个遗址的材料，我们可以将忠县 井口遗址群按文化性质的不同划分

为具有先后早晚关系的六种遗存，其中青铜时代有五种。它们是：①以素面耸肩小平

底盆、细高柄豆、豆形器、封口盉、鸟头柄勺、圈顶器盖等为代表的哨棚嘴第二期遗

以素面角状尖底杯存； 、尖底钵、圆肩鼓腹罐（或饰绳纹）、束腰器座、捏瓣捉手器

盖等为代表，另有一定数量的耸肩小平底盆的哨棚嘴第三期遗存；③以绳纹侈口圜底

釜和小口圜底罐、素面角状尖底杯、尖底钵、圜底钵和中柄豆为代表的瓦渣地第二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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